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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年來，台灣與南韓的勞工運動有類似的發展路徑，都致

力於擴充運動能量並實現勞動階級的集體利益；而兩國的環境運動也

有極為類似的運動軌跡，但非常不同於勞工運動所經歷的路徑。為了

解釋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竟能如此一致地觀察到勞工與環境運動的

軌跡差異，本文將運動軌跡視為「開展特有的運動實力」與「克服伴

隨運動擴張而來的內外阻礙」的雙重過程，以「運動實力」這個概念

為出發點，主張運動實力由「制衡力」與「理念力」構成，勞工與環

境運動的不同運動軌跡，主要源於兩種運動企圖極大化的運動實力類

型不同。勞工運動在經濟領域追求制衡的力量，而環境運動將火力集

中在散播新環境價值與意識形態。但是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

一方面改變了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內部生態，再者引起運動敵手不同型

態的反撲，進而導致勞工與環境運動個別力量的流失，工運的制衡力

與環運的理念力不斷弱化。勞工運動是在制衡力被削弱的危機之下，

才轉向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企圖打破孤立與污名化的困境，證明自己

不是一個只顧私利的運動，更代表了廣泛的普世利益。環境運動在說

服所有人環境、生態保護的重要性，並促成各種環境行政體制的設立

之後，卻面對越來越多環境論述上的競爭者，包括來自國家與企業

界，於是在環境議題主導權流失的脈絡下，轉向鞏固草根力量，並企

圖解決隱含於環境議題中的種種經濟與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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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Movement Trajectories: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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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ggles of labor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o
increase their power and realize their constituents’ interests have followed
a similar path over the last 30 year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so followed a similar path, but a very different one from
that of labor movements. To explain why these two different national
settings produce consist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es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onceptualizes “movement power” as being
composed of a combination of “leverage” and “ideological power.”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sequences of movement strateg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abor initially seeks to maximize its
economic leverage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focus first on
ideological power. After initial successes, both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confront new obstacles that undermine the power they
previously gained. The state and capital defame and organizationally
undermine the labor movements’ support b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learn to compet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for discursive control
over ecological values. Labor strives in turn to increase its ideological
power by shedding the bad name of “sectional interest” and winning the
support of less-privileged wor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struggle to increase their leverage by building a
united front with disprivileged victim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Thus, in each case, the sequence of strategies converges around
efforts to combine leverage and ideological power.

Keywords: movement power, movement trajectory, leverage power,
ideologi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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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本文以台灣與南韓為參照案例，意圖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獨特的

運動軌跡。為什麼在過去三十年裡，兩國的勞工與環境運動呈現非常

類似的發展軌跡，1但兩組運動共享的發展軌跡截然不同（見圖一）？

即便有著一定的地理距離、運動發生的時點也有所不同，台灣與南韓

的勞工運動均起始於個別勞動場所內的經濟鬥爭，發動針對薪資水準

與勞動條件的抗爭行動；但在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讓步之後，勞工運

動轉向理念、意識形態的鬥爭，企圖爭取邊緣勞工與社會公眾的支

持。反過來說，台灣與南韓在由農轉工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環境運動

均起始於如何界定發展、公害、污染的理念鬥爭；而在成功地讓「環

境保護」、「生態保育」成為公共論述與日常語言的一部分之後，兩

國的環境運動重新集結草根力量，以對抗更細緻的企業行為與環境議

題中隱含的各種社會不平等。簡而言之，勞工運動先發動經濟戰，然

後朝向「為普遍公眾利益發聲」的理念鬥爭；環境運動始於理念戰，

接著是在一個充斥不平等的物質世界裡實現其環境和生態的想望。

勞工運動

經濟場域的鬥爭
理念、意識形態

場域的鬥爭

環境運動

圖一 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

勞工與環境運動有各自的運動軌跡這件事，基於兩個原因始終沒

有成為顯著的研究問題。第一個原因是單一運動研究本身的限制，由

於缺乏對照組，很容易將該運動的發展歷程視為理所當然。Eric

1 「軌跡」(trajectory)一詞或許和一般社會運動文獻中的「發展」相類似，但作者特別借
用這個物理學的概念來說明，軌跡的形成除了外在力量的推進，和這個移動中物體本
身的重力(gravity)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運動軌跡的追尋，必須同時回歸到對個別運
動特性的理解。而這個特性，在本文中所指涉的就是運動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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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sbawn (1967)寫的英國十九世紀的勞工運動、Walter Korpi (1978)筆

下的瑞典、DavidMontgomery (1995)描述的美國、Gay Seidman (1994)

比較的巴西與南非勞工運動，基本上都呈現從經濟到政治鬥爭的轉

折，勞工運動先針對工資、勞動條件進行抗爭，然後邁向更大規模的

政治鬥爭。同樣的，其他國家的環境運動，也是從界定一個不熟悉、

新出現的污染問題開始，然後逐步朝向處理環境問題中的經濟不平等

的議題，從美國的 Love Canal、日本的痛痛病、巴西亞馬遜叢林的橡

膠開採、印度的反水壩運動、還有各國的環境正義運動，都呈現出由

理念鬥爭到經濟鬥爭的轉變。Marc Bloch 早在 80年前就指出個案研

究—不論是單一國家或單一運動—容易將經驗現象「自然化」

(naturalize)，「對任何科學分枝來說，還有比將所有事情的發生視為

『自然而然』更危險的誘惑嗎？」(Bloch 1967: 67)。他也建議透過比

較研究來深化議題，矯正個案研究中過度一般性的假說。

第二個原因則是，企圖標定不同類別運動特性(movement

specificity)的歐洲新社會運動理論，因其「新」「舊」、「認同」、

「利益」、「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武斷劃分，已經被經驗

研究所駁斥(Calhoun 1993)，也在過去二十年與美國社運理論的鬥爭

中，明顯挫敗。這項挫敗影響所及，使不同運動間的差異性以及個別

運動的獨特性，成為被冷凍的研究議題。而銅板的另一面，正因為輕

忽運動特性以及不同運動的歷史脈絡，使得根據兩、三個運動（最主

要的是美國民權運動、義大利的共產黨運動）所提煉出來的研究成果

（如機會結構、動員模型、框架理論、鬥爭政治等），被過度概化成

一般理論而廣泛運用在不同歷史時段、不同區域、各式各樣的社會運

動上，而社會運動研究的這種傾向，已有許多論者從不同角度提出警

語(Goodwin and Jasper 2004)。本文的目的，一方面肯定「尋找不同運

動獨特性」是值得保留的研究傳統，另方面也企圖指出，雖然所有的

社會運動皆同時涉及「認同」與「利益」、身分認同與物質經濟的鬥

爭，但放在個別運動的發展路徑來看，什麼階段以何種鬥爭為優先，

什麼原因導致鬥爭路線的轉換，更是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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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勞工與環境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運動軌跡？

作者在本文中將運動軌跡視為「開展特有的運動實力」與「克服伴隨

運動擴張而來的內外阻礙」的雙重過程，並主張「運動實力」

(movement power)這個概念是解釋「運動軌跡差異」的起點。運動實

力這個詞，如果對照197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的「權力辯論」(the power

debate)，它所指的不是一般認知下有權者(the powerful)在行使的權

力，而是社會中的弱者用來和更有權勢的對手協商、對抗的力量。再

者，運動實力的行使者是集體，而非個人。如果更深入去看運動實力

這個詞，作者認為它基本上有兩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上，它所指涉

的是運動成員基於運動本身的結構性位置，被賦予特殊的能力來與對

手互動、協商，這是一種「潛在的實力」(potential power)，無關於這

種力量被實現與否。在第二個層次上，運動實力指的是「議價實力」

(bargaining power)，意指在運動出現之後，處於權力天秤弱勢的一端

實際用來逼迫對手協商、讓步的力量。第一個層次會關注不同類型的

運動實力，第二個層次則是運動實力的大小。

既有對運動實力的討論，許多人都指出弱勢者(the powerless)通常

使用抗爭手段—負面誘因和威脅—來迫使有權者進行協商(Lipsky

1968; Wilson 1961)。Gene Sharp (1973: 4)指出不合作運動(nonviolent

action)之所以有效，它的前提在於「權力行使立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一旦被統治者撤回其同意，即可摧毀對手的權力」。Frances Fox Piven

與 Richard A. Cloward (1979: 310)在討論「制度騷亂」(institutional

disruption)時也指出：「底層抗議者仍有造成影響的可能性……一旦他

們的行動破壞規則，並擾亂了某些權貴團體所仰賴的制度運作時」。

Richard Flacks (2004: 114)更明白提出：「弱勢者的權力根植於他們有

能力破壞平穩進行中的社會生活」，以及「社會運動……可以被理解

為一個企圖極大化其支持者實力的社會構成」。

在本文中，作者擴張了既有對運動實力的討論，認為至少可以區

分出兩類運動實力：制衡力(leverage power)和理念力(ideological

power)，而勞工與環境運動最清楚地展現這兩種運動實力的動態。在



6 台灣社會學第十六期

既有的理論和經驗文獻中，這兩種運動實力有非常豐富的討論，但是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企圖結合此二者來解析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而

這也是本文用來解釋工運與環境運動軌跡差異的關鍵。

制衡力是一種位置性的力量(positional power)，預設了制衡力的持

有者和他們的對手是處在一個相互依賴—雖然不對稱—的關係

中，而且前者的合作與順服是這個關係能夠維持與運作不可或缺的要

素。正因為這個「位置性」(positionality)，制衡力只對特定對象有

效，而且受縛於特定情境(context-bound) (Lukes 2005: 75, 79)。勞工可

以在工廠裡罷工，學生可以占據行政大樓來對抗大學當局(Heirich

1971)，低階辦公室白領可以隱匿訊息來癱瘓正式組織的運作(Mechanic

1962)；一旦抗議對象與情境轉換，他們的制衡力並不會自動轉換且維

持其效力。在這個意義上，勞工運動的實力基礎在於工人的結構性位

置。工人的勞動力是讓整個生產體制得以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當工

人集體拒絕提供勞務，將直接妨礙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勞動力的不

可或缺性，是資本家願意讓步的關鍵，工人階級行使這種結構式的制

衡力量(Silver 2003; Wright 2000)，導致國家與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經

濟讓步。北歐國家的歷史經驗(Esping-Andersen 1985; Korpi 1974; Korpi

and Shalev 1979)與美國新政時期的政策(Brenner 2007)均支持這一論

點。

理念力是從意識形態這個字所延伸出來，指的是理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或更精確地說，是由「能激發、組織分散人群的集體

意志的具體夢想」(Gramsci 1971: 126)所產生的力量。Alberto Melucci

對當代社會運動的描繪，也指向理念力的浮現與實踐：「他們〔社會

運動〕所擁有的……是話語的力量……他們訴說著一種似乎完全屬於

他們自己的語言，但他們所說的一些東西，超越他們的特殊性，訴諸

社會全體」(Melucci 1996: 1)。一個社會運動的理念力，是在主流價

值、強勢意識形態的浪潮之下進行說服工作，以扭轉信服舊價值、舊

理念的大眾意見。這項說服工作的有效性，一方面受制於不同運動的

論述能力，一方面仰賴和不同群體接觸所使用的溝通工具，例如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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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地方性的報紙、雜誌、廣電媒體。如同 Goran Therborn (1980: 80)

所說：「〔意識形態〕總是在具體限定的社會情境中，透過特定的溝

通工具與行為而被生產、傳達與接收，這些溝通的物質特性影響到任

一意識形態的效力」。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環境運動的力量，在於以

普世價值與集體利益來說服社會大眾、甚至運動的敵手接受這種新的

意識形態。過去三、四十年來，環境運動是非常少數得到廣泛社會支

持、並把運動的核心理念變成社會主流價值的社會運動。正如某位生

態歷史學家所言：「我們都想拯救地球。面對民意調查時，很少人會

宣稱他們反地球或支持地球毀滅」(Bramwell 1994: 180)。即便是拒絕

簽署京都議訂書的小布希，仍然在美國提出藍天法案(Clear Skies

legislation)和其他和氣候變遷相關的政策。環境運動所展現的理念、

說服、意識形態的力量，是這個運動最關鍵的特徵。

這兩種運動實力的優缺點都清晰可見。立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

勞工的結構性位置所延伸出來的制衡力，給予勞工運動行動與組織的

動力，但這種力量既無法從工作場所輕易轉換到不同情境中使用，也

常讓人認為工人所行使的制衡力只是為了服務某些狹窄的特殊利益。

相對來說，環境運動以理念力深刻地改變了公眾思維與生活模式，但

普世理念與論述並不足以使跨階級的運動組織及聯盟，長期有效地運

作下去。

一旦認知到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基礎，勞工與環境運動不同的發

展軌跡可以被視為他們各自不斷極大化某類運動實力，以及克服各種

障礙的過程，因為：(1)勞工與環境運動主要行使不同類型的運動實

力，並且會極大化不同類型的運動實力；(2)對手回擊制衡力和理念力

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運動困境也會有所不同；(3)最後，勞工與環境

運動也會以不同策略回應極大化這兩種運動實力所造成的不同後果。

考量以上三點，勞工與環境運動的不同軌跡將可以得到適切的解釋，

而且可以看到這兩條軌跡呈現有趣的對比（見圖二）。

勞工運動最初在經濟領域中追求制衡的力量，而環境運動將火力

集中在取得論述能力，來散播一套新的環境價值與意識形態。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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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一方面深刻改變了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內部

生態，再者引起運動敵手不同型態的反撲，進而導致勞工與環境運動

個別力量的流失，工運的制衡力與環運的理念力不斷弱化。勞工運動

是在面對制衡力被削弱的危機之下，才轉向意識形態鬥爭，企圖打破

被孤立與污名化的困境，證明工運不是只顧私利的運動，更代表了廣

泛的普世利益。環境運動則是面對來自國家與企業界、越來越多環境

論述上的競爭者，面對環境議題主導權的流失，進而轉向鞏固草根力

量、擴大組織基礎，並解決隱含於環境議題中的種種利益衝突。

在簡要提出本文的主要論點之後，以下將針對勞工與環境運動軌

跡進行比較細緻的經驗分析。作者將在第二節分析台灣與南韓工運的

發展歷程，第三節分析兩國的環境運動，最後在結論部分，指出把分

析重心放在「運動實力」這個概念上，對運動長程發展的討論有何理

論意涵。

本文的研究使用了多種一手和二手資料，其中包括：(1)1971 到

1988 年間中國時報全國及地方版所報導的環境抗爭事件；(2)1971 到

1995年 Korea Times與 Korea Herald所報導的勞工、環境抗爭；(3)關

於勞資爭議、罷工、參與工人數、損失人日數的勞動統計資料，來源

包括台灣與南韓的官方勞動統計與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4)1950到 2000年間約四千筆勞動、環境相關報

導，由檢索聯合資料庫與 Korean Integrated News Database System

(KINDS)所得；(5)運動刊物、傳單、十八部運動紀錄片；(6)作者深度

訪談 68 位台灣與南韓的工運、環運運動者及學者，約 140 小時的錄

音訪談；(7) 2002到 2004年間作者在台灣與南韓進行調查時的田野筆

勞工運動
追求經濟

制衡力

經濟制衡力的

消退與弱化
追求理念力

環境運動 追求理念力
理念力的消退

與弱化

追求社會／

經濟制衡力

圖二 從運動實力的角度看勞工與環境運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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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包含非正式交談、小團體討論，抗爭事件現場記錄等等。

二、工運軌跡：

從制衡力到代表普遍利益

翻開台灣與南韓戰後的勞工運動史，基本上是由 1960 年代出口

導向工業化中的非技術性工人，尤其來自紡織業與其他勞力密集產

業，發動第一波的勞動抗爭。基於以低價取勝的生產原則，勞動條件

極其惡劣，薪資極度壓低、超長工時、強制加班，以及頻繁的職業傷

害。以勞工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和法國、德國、美

國、英國完全不同的歷史起點。歐洲、北美早期的勞工運動，是以整

個工匠組織(craft unions)、工匠文化(artisan culture)為基礎所發展出來

的(Katznelson 1986: 23)。但是，「許多被認定為有利歐洲勞工階級形

成的重要文化、制度因素，在南韓是付之闕如的」(Koo 2001: 11)。

Hagen Koo的描述，同樣適用於台灣。

但是勞力密集產業的工人動員，很快就被國家鎮壓，大批工會領

袖與幹部被列入黑名單、解雇、逮捕、判刑，自主工會無以為繼。第

一波的工潮被壓制的時間點，以台灣來說是在 1989年左右（王振寰、

方孝鼎 1992: 18），而遠東化纖的罷工案—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一

次罷工—的挫敗（趙剛 1995），更是國家壓制行動的指標案例。在

遠化罷工案之後，有超過兩百名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工會幹部被解雇或

起訴（吳乃德、廖錦桂 1991，附錄一）。一位台灣的工運幹部說：

民營〔工會〕……一名工會幹部被解雇，那個工會就差不多

瓦解了，何況你說〔解雇〕兩個三個，也是被瓦解。台灣工

會幹部被解雇而工會沒有瓦解的是少之又少，我估計十個大

概只剩下一個，僥倖活下來。（訪談，台北，2003/2/10）

南韓的勞力密集產業工會活動，在 1980和 1981年之間被全斗煥



10 台灣社會學第十六期

軍事政變後緊縮的勞工政策全面鎮壓。全斗煥的「淨化措施」

(purification campaigns)基本上重創了一半以上的既有工會。登記在案

的工會，從 1979年的 4,947家，到 1980年降為 2,618家，而 1981年

時僅剩 2,141 家。也就是說，60%的工會在短短兩年間突然喪失合法

地位，成為非法黑戶，其中包括許多活躍於 1970 年代的進步工會，

例如被稱為南韓工運之父的全泰壹 2死後所籌組的清溪紡織工人工會。

國家暴力鎮壓所造成的挫敗，導致兩國勞工運動出現明顯的策略

轉向。新的動員策略是去組織策略性產業—源於 1970 年代的工業

深化政策(industrial deepening strategies)—工人加入勞動抗爭，諸如

汽車、造船、石化、郵政、通訊產業。以台灣來說，組織國營事業、

上游產業的勞工，是在遠東化纖的挫敗後有意識的策略選擇。基於國

營事業工會早在 1950年代就已經被國民黨「先占式」地組織起來（李

允傑 1992；李建昌 1991；吳介民 1990），當時的動員策略採取了以

選舉手段搶奪既有工會領導位置的模式。一位台灣的勞工組織者說明

了這個動員策略轉向的背景：

1988到 1989年工運挫敗，因為 KMT 用鎮暴部隊鎮壓遠東

化纖，工運變得非常低落，他們就開始，像羅美文，就是解

雇、解雇，很多工運幹部都被解雇，這對工運是很大的打

擊。那時候工運幹部都不敢動，在工廠組織工會也很低調，

工會也不敢運作。那時我的想法就是組訓……台灣工運的土

壤是貧瘠的，我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小企業，雇用都是

30人以下，雇用 30人以上的非常少，占不到 30%，要用民

營企業來做火車頭是不可能拉得動的，我認為應該去顛覆

KMT 控制的國營事業。要進入國營事業是很困難的，我是

有計畫怎麼進去，從每一個工會我都先接觸不到十個人開

2 1970年 11月 13日，南韓紡織工人全泰壹自焚，抗議當時勞動密集產業中惡劣的勞動
條件(Cho 2003)。他的自焚激勵了一整個世代的南韓工人與學生投入 1970年代的民主
工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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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然後幫助他們去搶奪工會的自主性、經營權，電信、台

電、石油、郵務，這都是很重要的大型工會。（訪談，台

北，2002/11/19）

另一位台灣的工會領導人說：

台灣工運的困境，我們的工會太小了，我們還是算很小的工

會，從這個工會能串聯出更多更大的，但串聯非常不易，我

發生事情，別的工會不一定能幫得上忙、聲援，就變成跟關

門打狗一樣，我永遠是被關在這裡跟人家打，廠場工會局限

自主工會沒辦法有橫的力量發展。我覺得去團結這些工會的

應該是公營工會，像電信、鐵路、電力工會，去帶動串聯而

不是各據山頭，我們不是山頭，我們只是邊陲的小小的，應

該是像他們這樣的來串聯台灣的工會，要不然永遠都是你打

你的，他打他的，打完了就是這個工會打得好慘，耗了很大

的力量、資源，但資源是有限的，一個工會一個工會對抗資

方永遠是很困難打的……。（訪談，台北，2003/10/20）

台灣國營事業勞工之所以積極回應這一波的動員，則是為了反對國民

黨的民營化政策，如張晉芬(2001: 107-108)所言：「在解嚴[1987]之

後，台灣民間工會抗爭能力轉趨薄弱，但是公營事業工會的自主性和

動員力量卻快速增長，延續了台灣工運的活力。很諷刺的是，使得後

者增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私有化政策的提出……在解嚴前夕公營事業

工會就已經改變過去的順從角色，首當其衝的動作就是爭取成立自主

工會」。

在南韓，從 1980 年初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激進學生開始滲透

到各個工廠去進行組織工作，而先前被革職的工會幹部 3則扮演了居

3 根據全斗煥上台後所施行的工會淨化準則，「十七名全國產業別工會的理事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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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聯繫的角色(Brandt 1987; Koo 2001; Ogle 1990)。雖然絕大多數的組

織者是進入勞力密集產業，但因為人數極多，也有部分組織者開始進

入財閥(Chaebo)工會(Lee 2001: 449)。而從諸多文獻中，我們亦可發現

南韓工運內部構成在 1980年代中期發生重大變化。如果說 1970年代

支撐工會的主要力量，來自於紡織女工的艱苦奮戰(Chun 2003; Kim

2003)，在 1980年代中期，以 1984-1985年的大宇汽車罷工事件揭開

新的序幕，男性、重工業技術勞工開始成為南韓勞工運動的行動主

體，如 Koo (2001: 111)所言：「南韓的勞工行動不再被局限在輕型製

造業部門，而擴展至以大企業為主的重化產業」。如果組織重化勞工

的行動大約開始於 1980年代初期，「到 1990年初期為止，南韓大型

製造業的組織率幾乎達到飽和」(Koo 2001: 196)，也就是說，在十年

以內，策略產業中的男性技術勞工或被快速地組織起來（如現代集團

的例子），或者承受極大的工會改革壓力（如大宇的例子）。而 1987

到 1991 年之間，南韓工人呈現於世人面前的形象，是男性勞工開著

大型工業器具上街遊行、和鎮暴警察追逐扭打、占據工廠等激烈抗

爭。一位從 1970 年代開始參與勞工動員的南韓女性組織者，簡潔有

力地道出紡織工人和財閥勞工的差別：

在 1970和 1980年代的輕型製造業逐漸裁員，從雇用四、五

百人，到三百人，兩百人，一百人。如果你搞一場罷工，其

實沒有什麼影響力，也不會引起外面運動者的興趣。但是如

果是財閥集團，有任何情況發生，四五千甚至上萬工人罷

工，所 有〔組 織 者〕都 有 興 趣 ……。（訪 談，首 爾，

2003/4/17）

十一名被迫辭職，一百六十名區域工會領導人和將近兩百名地區工會幹部被逐出他們
所屬的工會」(Ogle 1990: 102)。但這項高壓措施卻造成反效果，因為它「製造了更多
堅定的工運活動者，他們有著多年的工會經驗但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作。因為政府讓他
們無法找到像樣的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成為專業的勞工運動者。這些在外部活
動的工運份子，在連結跨廠場的工會人士和政治反對勢力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Koo
20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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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位組織者都比較著眼於企業的雇用人數，更深一層來看，

除了人數之外，這一波新的勞工動員，針對的是那些處於「保護部

門」(Huang 1999, chapter 6)、在勞資關係中更具議價實力的技術勞

工。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如果罷工，對整體工業生產的影響力遠大

於紡織工廠的罷工，這也正是台灣國營事業勞工與南韓財閥勞工之所

以有更大議價實力的原因。基於這個動員策略的轉向，我們可以發現

台、韓勞工運動的先鋒部隊開始改變。在台灣，國營事業工會取代了

民營企業工會；在南韓，財閥工會變成工運的火車頭。兩地勞工運動

的領導階層大換血，工運的領導權被交託到最具議價實力的一群工人

手裡。

隨著領導權的轉移，兩地勞工運動的核心議題也隨之轉變。台灣

工運的新課題是阻擋國營事業民營化的浪潮，因為這直接影響了國營

事業勞工的權益。一位在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工作的幹部告訴

作者：

在全產總裡頭……是工會內部的現實主義……你可以注意到

所有真正有實權、動員力強的都在國營事業，他們廠場又

大，所以在全產總裡的權力架構是這樣。我們在處理的業務

有一半以上是在處理國營事業工會的抗爭，他們的獎金、職

工福利金、加班費有沒有按照勞基法發，或是加班補休，或

是勞工董事沒有聘，幾乎都是國營事業這個。全產總裡面有

五個委員會，其中有一個就是國營事業民營化對策委員會

……總的來講，全產總的業務，我估計，有六成是在處理國

營事業的事情。（訪談，台北，2002/12/2）

南韓的工運，著力於回應財閥企業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以提

升全球競爭力為名而鼓吹的各種降低人事成本的手段，例如彈性雇

用、取消年功制、取消終身雇用來規避上漲的薪資與退休金。除了運

動議題，台、韓勞動抗爭的場域也有所轉變，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著



14 台灣社會學第十六期

墨。第一，隨著領導權的轉移，台、韓工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

在經濟場域上戰鬥，但是鬥爭的內容有所改變，從早期的積欠薪資、

拒發加班費、遣散費，轉變為在公共場域對抗民營化政策、新勞雇政

策，以及其他傷害勞動三權的修法行動，諸如放寬罷工期間雇用臨時

工的規定。第二，雖然台、韓工運持續其經濟鬥爭，鬥爭的層次顯然

向上攀升，由過去個別廠場的勞資衝突，轉變為在國家整體政策層次

的抗爭。而兩地工運進軍國家政策領域的基礎，正是這群有較佳議價

實力的技術勞工所體現的潛在動員力量。

當台、韓工運追逐實力極大化的策略，基於兩地工運先鋒部隊較

佳的議價位置，台灣的國營事業員工和南韓的財閥工會會員獲得了一

定程度的經濟讓步。台灣的國營事業員工雖然無法全面阻擋民營化的

進程，但他們的集體行動確保了較佳的退休與資遣條款；南韓的財閥

工會則透過每年三、四月的春鬥，以高度動員來反抗政府提出「建議

薪資綱領」，確保在個別廠場的薪資協商中獲取頗佳的薪資水準與福

利。4

但是，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也同時引發了一連串的非意圖性後

果。首先，為回應工運增長的議價實力，國家與資本家均以各自的方

式進行反制。例如，國家選擇性地開放或限縮新工會組織的成立、調

整勞資爭議的相關法令、管制工會聯盟的構成；資本家開始遷廠、大

量使用非典型雇用與外籍勞工、開發新的管理策略來規訓勞動現場。

論者指出這些作為長期來說都有弱化工運實力的效果(Yu 1995)，對此

本文特別針對弱化工運組織基礎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最簡單的指標就

是台、韓的勞工組織率（見圖三），5在歷經勞動抗爭的高峰期後呈

4 Lee (2009)指出，從 1986到 2004年間，南韓薪資協商的結果，造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
員工薪資差距的擴大。在 1986年，雇用少於 30人的中小企業與雇用超過 500人大型
企業的平均薪資比是 100：111，但到了 2004年擴大成為 100：171。

5 組織率=工會會員數／受雇人數×100。台灣的部分僅包含產業工會的會員數（基於產
業工人在台灣勞動抗爭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沒有採用台灣官方公佈的組織率資料，
是因為官方數據在分母的部分直接排除法律上不允許籌組工會的教師、公務人員等，
以致於組織率的數值過度高估。在此作者採用各國一般通用的計算方式來重估台灣的
組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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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隨著三級產業擴張、遷廠、彈性雇用的企業策

略，二級產業勞動人口占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遞減，南韓的工會會員

數雖然有所增加，但組織率從 1989 年的 23.3%下降到 2006 年的

10.3%，台灣產業工會會員數則在過去 20年裡減少了約一百萬，組織

率從 1989年的 12.5%掉到 2007年的 7.4%。也就是說，在最具有議價

實力的產業工人於兩國分別取得工運主導權後，既有的組織基礎開始

流失，而隨著非傳統產業工人數量的大量增加，仍以產業工人為主的

勞工運動所能發揮的號召力也不斷被稀釋。

其次，國家、資方與媒體攜手合作，開始強勢的論述戰，把勞動

抗爭描繪成「犧牲公眾利益的自私行動」。台灣的反民營化行動，被

描繪成一群腦滿腸肥的國營事業員工無視於經營赤字與缺乏效率等問

題，一心只想逃避市場競爭的檢驗。這些反勞工訊息的強力放送，不

令人吃驚的，使反民營化抗爭孤立於公眾的支持（張晉芬 2001:

215-6）。在南韓，主流媒體更是口徑一致，譴責這群貪婪、非理性的

勞工貴族，明明已經享有高薪資水準，還每年使用暴力手段爭取更高

的薪資，絲毫不顧他們的行動嚴重傷害了南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圖三 台、韓勞工組織率

資料來源：南韓的資料來自勞動統計 http://www.kosis.kr/eng/index.htm與 http://www.nso.go.
kr/eng2006/emain/index.html；台灣的部分，是勞動統計中的產業工會會員數與
主計處的歷年受雇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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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到每年薪資協商的春鬥季節，勞動抗爭總是被大加韃伐，以下

是兩則經典的新聞評論：

〔南韓〕民主勞總究竟要強橫到什麼地步？連外國媒體都在

說韓國政府和企業都只能看這些鷹派工會的臉色？這些工會

已經變成韓國經濟不穩定的禍首，沒有外國資本會盲目到願

意來投資一個工會總在街頭打架放火的國家。(Chosun Ilbo

2003/11/11)

最讓人擔憂的是，前半年還維持在美金 26 億水準的外國直

接投資，急速下降。外國投資的總量，從 2000年 150.2億的

高峰，跌到 2002 年的 91 億。不令人吃驚的，當 Financial

Times以頭版登著韓國工人的罷工照片，他們手拿鐵棒木棍，

阻擋工廠的出入，以及CNN播放著韓國工人上大街總罷工，

我們可以想像這對外國投資人造成什麼影響。(Korea Herald

2003/9/3)

翻開南韓的報紙，總是可以看到「韓國人不願意再忍受工會抗

爭」的標題，或者高漲的薪資致使企業倒閉的報導。所謂的「不列顛

疾病」(the British disease)被廣泛用來描述激進勞工運動所帶來的負面

後果，而「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則被當成對付勞工運動的萬靈

丹 (Shin 2003: 161)。以下是作者訪問民主勞總政策中心時，和一位組

織者的對話：

問：一般韓國人怎麼看待工運？是好的印象還是壞的印象？

答：（哈）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停頓良久）不是正面的形

象。

問：為什麼？

答：（停頓更久）為什麼？因為很多人還是很保守，他們怕

工運，他們怕民主勞總，一些自由派的人還有一般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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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勞總還有我們的工運太激進，他們會說「我支持

工運」，他們會說「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工運很重

要」，但是他們要我們採取溫和一點的手段。（訪問，

首爾，2003/4/24）

除了資方新的經營管理策略，國家、媒體聯手的意識形態戰，從

外部為台、韓工運創造了新的困境，工運內部也面對新的困難，特別

是在彌平「優勢」和「弱勢」勞工間的鴻溝上(Jung 2000)。隨著勞動

類型的多樣化，工運內部協調不同類型工人利益的成本與困難也提

高。再加上台、韓工運花了最多的時間精力來處理國營事業勞工和財

閥企業工人的勞動條件，致使許多激進的工運份子指控工運的領導階

層漠視弱勢工人的利益與需求，例如外勞、失業、女性勞工、非典型

雇用等。以台灣來說，從 1990 年代初期，因為關廠歇業或工廠外移

所造成的失業潮已經成為迫切的問題；在 1990年開放引進外勞之後，

外勞在台人數從 1994年的近 14萬人，到 2008年為止增至 37萬人，

占台灣勞動人口 2.5%左右。然而國家政策和雇主對外勞勞動權有諸多

不合理的管制，使得如何保障這群工人的權益成為另一項重要議題。

但失業與外勞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受到以國營事業為主的台灣主流工會

的關注。至於在南韓，非典型雇用基本上在 1980 年代後期已經引起

許多女性組織者的關注，根據韓國勞動研究院的一項研究指出，從

1993到 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短短四年之間，非典型雇用的人

數增加了一百萬，到了 1999 年，非典型雇用的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

口的 50%，而且逐年增加中(Ahn 2001)。6但是勞工運動的領導階層完

全漠視這個議題，當勞資政三方協商同意在某些產業放寬非典型雇用

時，財閥工會只顧著捍衛會員所在的產業，結果開放的產業都是以女

6 非典型雇用在台灣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柯志哲(2008)分析勞委會 2002年非典型雇用
的調查，指出國內企業有四成使用至少一種非典型工作安排（部分工時工、定期人員、
派遣工、外包工），而 75%已經採用非典型雇用的企業表示會持續或增加非典型工作
者的使用。雖然非典型雇用在台灣已被廣泛使用，但目前缺乏全國性的調查資料可以
指出非典型工作者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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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主和工會化程度很低的產業。等到南韓工運的領導層開始正視非

典型雇用的問題，已經有接近 60%的勞動人口屬於非典型雇用，「已

經太晚了」（訪問，首爾，2003/4/8）。在女性勞工的處境上，一位

組織者說：

讓我們看看有組織工會的這一塊，其中只有 5%的女性勞工

被組織起來，95%沒有被組織。如果跟女性勞工做比較，大

企業的工會像是地鐵工會、現代企業工會呀，他們是中產階

級、上層階級，而且民主勞總的錢是從這些大工會來的……

但是我們沒辦法只是抱怨民主勞總或韓國勞總不努力組織女

性勞工，我們不能等了，現在 75%的女性勞動力屬於非典型

雇用。（訪問，首爾，2003/4/17）

綜合以上所言，這個運動實力極大化的策略，一方面確立了台、

韓工運作為政治行動者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名聲卻因此被高度污名

化，而賴以支撐工運的制衡力，也因為國家與資方的新舉措而不斷流

失。面對這些內外挑戰，台、韓工運也開始做出一連串的回應。兩地

勞工運動開始努力去除「利益團體」的污名，並企圖走出企業工會的

限制，一方面整合紛雜的工人利益，一方面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值

得注意的是，台、韓工運再度的策略轉向，通常由工運內部激進的勞

動團體打頭陣，然後主流工會再緩慢跟進。

以台灣來說，勞動團體開始糾結聚集，逼迫政府修改以往「只為

滿足雇主利益，但罔顧人權」的外勞政策，並且在引進外勞的同時，

必須有配套措施來處理國內的失業問題（聯合報 1996/4/10）。工運幹

部也開始領導失業勞工從事一波波的集體抗爭行動，例如臥軌和在高

速公路上遊行撿垃圾（聯合報 1996/12/21）。這些行動，也迫使主流

工會必須在勞資政三方參與的經發會中，要求外勞總量管制以及提出

解決國內失業的相應政策。勞動團體也推動一系列的勞工保護法律的

修訂與立法行動，包括〈大量解雇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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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團體協約法〉、〈就業保險法〉、〈勞動檢查

法〉等等，7而這些法律行動也受到主流工會一定程度的支持。在組

織行動的部分，地方產總開始接受失業勞工成為工會會員，提供會費

減半、再就業等相關服務，台塑和中華電信等大型工會也提案通過接

受非典型雇用的勞工加入工會。

除此之外，國營事業工會也開始重新整編反民營化鬥爭，不再只

著重國營事業工人的飯碗和工作保障，而將之界定為「捍衛國家資

產」、「反對官商勾結賤賣國產」。他們主張國營事業每年繳庫的歲

入盈餘，實際上被用來支撐政府的福利、教育、基礎建設等公共支

出。民營化政策表面上看來打著市場競爭、效率的旗號，實際上是政

府在國內外財團的催逼之下，以賤賣國產的方式短期套利，用來支付

歷次選舉所開出的政策支票。但長期來講，將基礎產業民營化，除了

財團以外，每個人都變成輸家（訪談，台北，2003/1/14）。工會和勞

動團體也開始擴展關注的議題，例如：「勞動團體呼籲政府不要受限

於財團的壓力而取消證券交易稅和土地增值稅，因為這種減稅方案僅

造福少數有錢人，但違反了稅制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原則」(Central

NewsAgency 2001/8/24)。工會領袖也開始將一般社會議題納入勞工教

育的課程，並鼓勵工會會員參與其他社會改革行動，如教育、環境、

醫療改革、社區營造等（訪談，台北，2003/7/21）。

在南韓的部分，在小型勞動團體的強力要求下，民主勞總開始處

理非典型雇用和女性勞工的問題，近年來組織非典型勞工成為民主勞

總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一位政策組的幹部說：

我們要怎麼處理非典型勞工？他們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對，

有一千萬非典型勞工在南韓工作，但是他們在哪裡？我們找

7 例如，〈大量解雇保護法〉很明確地是在回應 1990年中期的關廠、遷廠潮，而〈就業
服務法〉一方面意圖將勞動市場上轉業困難的中高齡、低技術勞工納入安排再就業的
計畫中，另方面對可能過度剝削外籍勞工的仲介機構執行約束、管制的功能。這些法
令的推動是否能直接擴大勞工運動的社會基礎，仍有待觀察，但最起碼這些修法和立
法的努力有間接促進不同類型勞工團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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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他們！他們沒有組織，高度分化，統計數字上來說，他

們〔非典型勞工〕很大，但是從勞工運動的角度來講，他們

很小……但現在組織非典型工人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項目，

我們成立了新部門來處理這個問題，從事政策研究等等，在

我們所有的公開場合的發言和演講中，非典型雇用是我們的

頭號議題。（訪談，首爾，2003/4/24）

主流工會對非典型雇用的態度，可以從春鬥時的某些舉措看出。

例如某些財閥工會在薪資協商時，要求企業捐出 5%的淨利作為協助

非典型勞工的特別基金。在性別議題、女性勞工的低度組織化、女性

的工會參與層級過低等問題，教師工會已經通過決議，保留 30%的領

導職位給女性，民主勞總也新設立女性勞工的工會聯盟。在其他社會

議題的部分，民主勞總的前政策中心主任主張，要有效地處理逐漸擴

大的工人差異和勞動條件，同時又要建立工人團結，民主勞總必須更

有效地保護弱勢勞工、中小企業工人與非典型工人。除了薪資、勞動

條件等短期目標之外，工會也該致力於社會安全網的建構、教育改

革、稅制改革、解決房屋供給、環境問題，以及其他和整體社會利益

相關的議題(Kim 1998)。工運擴大社會參與、引領公共意見的企圖，

更可以從民主勞動黨的成立看出，以下是 2004 年南韓五一勞動節的

六大主題：

‧反對世貿組織和自由貿易協定

‧健康的工作環境

‧公共參與

‧從伊拉克撤兵

‧取消正規與非典型勞工的差別待遇

‧勞動三權

在此我們看到這兩國工運的合流。為了極大化經濟制衡力，運動

的領導權被逐漸轉移到最有議價實力的工人手裡，運動的主要議題也

直接反映這群工人的經濟利益。但在此同時，國家與資方的舉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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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團體的污名、勞工階級的內部分化也逐步弱化兩國工運的議價實力

與支持基礎。於是，台、韓工運都進入論述、意識形態的鬥爭場域，

開始協調不同類型工人的利益與需求，更廣泛地參與社會改革，尋求

新的結盟機會。要協調工人階級內部的多重利益是艱鉅的工程，但建

立工運與公共領域有意義的連結似乎是更困難的工作。這種自我轉化

的努力，依靠不停的協商來化解各方的疑慮和抵制。許多人批評台、

韓的主流工會只是嘴上說得好聽，並沒有真正把資源和精力放到協助

弱勢勞工上。一位民主勞總的政治顧問說：

很多外國觀察家都說民主勞總展現了「社會運動工會主義」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和許多運動建立了很強的團結

感，像和平、反戰運動等等。但是，這只在工會聯盟

(confederation)這個層次，在企業工會的層次，工人根本不關

心這些議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在企業工會的層次，工會

和社會運動組織有時是相衝突的。（訪談，首爾，2003/4/5）

超越經濟自利行動的困難度是眾所周知的，但另一位民主勞總的組織

者說：

〔財閥企業工人和中小企業工人的差距〕是一個大問題，也

是我們必須克服的問題，財閥工會工人針對的是老闆，但中

小企業工人針對的是國家政策，他們的敵人不同，很多時

候，我們其實沒辦法組織或協調他們之間的差異，我們到現

在都還沒有成功，但是我們還在試，還在努力。（訪談，首

爾，20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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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運軌跡：

從理念力到重新連結草根

戰後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皆源於快速工業化中的污染問題

(Hsiao 1999; Lee 1999)。兩國早期的環境抗爭，基本上都是污染受害

者與都市知識份子的鬆散組合，以及知識份子很快地就在運動中取得

主導的地位，污染受害者則逐漸淡出這個聯盟關係。這個發展的原因

有兩方面，首先是知識份子對於污染受害者要求鉅額污染賠償等「自

利行為」的疑慮，8這樣的行徑基本上與「環境運動是在捍衛普世價

值與利益」的宣稱相衝突。以下的報導或多或少點出了這兩者的衝

突：

「自力救濟」不能與「環保運動」混為一談，新環境基金會

董事長柴松林昨天指出，國內太多「利己」的反公害抗爭，

也美其名為「環保運動」是不適當的，他認為，「環保運

動」應是「利他」的社會運動，兩者混為一談，將誤導「環

保運動」的方向。柴松林昨天在環境教育研討會中指出，最

近幾年，反公害的自力救濟事件層出不窮，而事件參與者及

媒體報導，多慣稱這種自力救濟事件為「環保運動」，這是

極為不當的誤導（聯合報 1990/2/24）。

在南韓早期（1970到 1980年代中為止）的工業污染案例中，污

染的賠償費與居民的搬遷費從一開始就威脅著都市知識份子與污染受

害者的聯盟關係。一位南韓環境運動的研究者描述了一些早期案例：

8 污染求償的活動以 1988年的林園事件為分水嶺。林園工業區因排放廢水入海，造成汕
尾漁港魚群大量死亡。漁民的抗爭行動造成十八家石化業者停工，包含對下游產業的
衝擊，每日停工的損失估計約四億台幣。中央政府立即介入調停，地方派系也從中穿
梭，最後的賠償金由一億新台幣上跳到十二億七千萬新台幣（聯合報 1988/10/14,
1988/10/21；何明修 200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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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溫山(Onsan)那個案子〔於 1985年中發現數千居民受到

重金屬污染的威脅〕，污染研究院〔南韓最早的環境運

動組織之一〕和居民合作，但是他們的利益是不一樣

的，污染研究院是反政府、反污染的團體，執政黨想盡

辦法要破壞居民和污染研究院的合作關係，用錢補償居

民受害者，還有讓他們搬到別處去。

問：大部分的居民都拿了錢搬走嗎？

答：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搬走。韓國的農民和漁民非常窮困，

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少，而且他們都想搬到城市裡去住。

在東河那個案子裡，很多居民甚至是支持那個開發計畫

的，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拿錢走人，他們想搬到城裡。

從其他的訪談資料和污染抗爭事件的紀錄中，污染受害者的「物質考

量」也常被指為破壞城鄉反污染聯盟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補償費、搬遷費等物質考量，使台、韓知識份子在與污染

受害者合作一事上審慎遲疑，以台灣來說，一個相對完備的環保行政

系統的出現則是一種外在的拉力，把污染受害者從這個與知識份子的

鬆散聯盟中拉開。當環境影響評估、各種監測系統、環境爭議處理、

污染賠償機制從 1980年代末期開始到位（何明修 2006: 158），而企

業本身為減低居民怨懟所執行的「睦鄰政策」與公關活動，也成功收

編地方利益，削弱了地方環境抗爭的動力(Ho and Su 2008)，在這個脈

絡下，污染受害者有了直接或間接的制度管道去宣洩與處理他們的怨

懟，使用制度外手段—例如和非官方的環保團體合作—的需求急

速降低。如同台灣一位環保份子所言：

環境改變了，以前環保聯盟會收到很多地方公害的案子，要

我們去支援，現在反公害的案子，他們自己地方就可以處

理，不再需要台北來的知識份子下去背書。一小部分的案子

還是會到環盟來，但數量少很多，地方反公害的案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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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處理，很快就得到政府機關和立委的重視來處理。

（訪談，台北，2002/11/2）

隨著都市知識份子與污染受害者的聯盟關係逐漸解體，當地方性

的公害抗爭事件透過公害糾紛處理機制或是企業本身的睦鄰計畫得到

解決，不再一如 1980 年代的地方公害案件擴大演變成全國性事件，

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逐漸把焦點轉向生態、保育議題上。這部分可

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觀察，第一個層面是比較 1970、1980、1990 年代

環境抗爭議題的變化，第二是不同年代由環保團體主導的重大環境爭

議案例，其論述內容的變化。以台灣的例子來看，如果我們比較 1976

（中國時報全國及地方版資料）、1986（蕭新煌 1988）、1996 三個

年份的所有抗爭事件與案件（何明修 1999，附錄四；蕭新煌

1997a），1976年的 23件抗爭與陳情事件全部屬於抗議已經發生的公

害，1986年的 25件抗爭個案中，除了杜邦和其他一兩件屬於事前預

阻個案外，其他都是抗議既有公害，而且論述內容、主軸非常清楚，

都是要求管制污染與賠償。到了 1996 年的 136 個個案中，根據何明

修的分類，其中有 32個屬於事前預阻，僅有 6個屬於生態保育議題，

乍看之下公害議題仍然是 1990 年代環境抗爭的主流。但一項不該被

忽略的現象是，占將近四分之一的事先預阻、反對重大開發案的環境

爭議，在論述內容上有了調整，反對開發的理由，不再只如同杜邦案

時主打可能的公害危險與當地的經濟產值，對於生態環境或是人文社

會條件的保育論述，開始被大量的使用，這在濱南案、美濃水庫、南

橫快速道路看得尤其清楚。

在南韓的部分，在歷經 1980 年代中後期的反公害、與能核電廠

附近居民攜手的反核能污染的激烈抗爭，環境團體參與 1992 年里約

的地球高峰會是環境運動的重要轉捩點，在此之後南韓環境議題著力

於生態保育的面向，而且積極建立跨國、全球的環境議題連結(Kong

2004; Ku 1996b)。如果我們觀察南韓重要環境爭議案例，特別是由環

保團體所主導的案例，反污染議題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而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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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則越發顯著。另一個有趣的指標是，南韓的旗艦級環境運動組織

在 1993 年更名，由韓國反污染運動協會(Korean Anti-Pollution

Movement Association)改為韓國環境運動聯盟(Korean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KFEM)。「反污染」這三個字從組織名稱

上移除，其實象徵了環境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專注於森林、水源、野

生動物棲地、濕地，以及其他「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議題（訪談，

首爾，2003/4/18）。除了污染議題的比重降低之外，南韓環境運動中

向來與公害、污染議題緊密連結的核能議題，其重要性也逐步下降：

在 1990年代早期，反核是韓國環境運動聯盟(KFEM)活動組

的一個主要團隊之一，雖然只有兩位組員，但不論如何我們

一直都有一個反核組在那裡。現在，我們只有一個人負責反

核議題，而且是屬於政策組下的一個組員。這個轉變，代表

我們的組織裡不再有反核組，只有一位反核的組員，這也表

示反核不再是這個組織的核心議題。（訪談，首爾，

2008/4/18）

從 1990 年代初期，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皆高度仰賴生態保育

的論述來對抗重大的開發計畫（表一僅簡單列出兩國這段時期主要的

幾波生態行動）。在對抗興建巨型工業區、水庫、快速道路時，環保

份子以「保護瀕臨絕種珍稀動物」、「保存生態物種多樣性」、「保

存海口濕地」來組織公眾支持，並回擊發展至上主義。

在都市知識份子主導了環境運動之後，論述能力被廣泛運用在各

個層面。9首先，規模較大的環境團體設立研究中心來處理各種環境

議題與政策，規模較小的非政府組織則專注於特定的環境政策領域。

9 李丁讚、林文源在討論台灣環境抗爭組織技術的轉化時，曾提及類似的轉變：(1)在抗
爭策略上，由武力抗爭轉向「深入國家內部進行協商遊說」，在抗爭場域上，「由街
頭轉向室內，文鬥取代武鬥」(2003: 89)；(2)在專業經理階級掌握了台灣環境團體的領
導職位，「進行專業遊說、發表文字聲明或舉辦各種說明會等，都是這些領導人的專
長」(200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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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環境團體的新聞稿、政策研究均高度仰賴科學與專業術語來建

立公信力。第三，兩國的環境運動均極其依賴媒體來傳散訊息，越來

越多的人力資源用於鑽研公關活動的技巧，撰寫吸引人的聲明稿、新

聞稿，以及創造「新聞性」(newsworthiness)。

在兩國的環境運動致力於極大化理念力之後，就如同兩國的勞工

運動一般，他們也面對極大化策略的非意圖後果。從正面的角度來

看，環境運動有極高的社會支持率，10不像勞工運動被高度污名化。

但反過來說，當環境運動說服了所有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價值

也成為所有人皆可取用的公共財。當國家、資本家也開始廣泛使用各

種環保意象或生態價值來支持其行為，11環境運動開始面對新的難題。

新的難題可以分成兩方面：(1)在環境議題的詮釋權上，環境運動面對

新的制度競爭者(institutional competitors)；(2)在牽涉經濟利益衝突的

環境案例中，環境運動無法有效地組織公眾意見。在制度競爭者這點

10 根據 1991與 1992年的兩份民意調查，其中關於一般民眾對不同社會運動的支持度（蕭
新煌 1994: 49），環境運動的支持度連續兩次居於榜首，支持率高達 87.7%。勞工運動
則分別列名第七(1991)與第八(1992)，支持率均低於 50%。在南韓方面，我們缺乏類似
的民意調查資料，但是根據諸多學術與一般報導，南韓的環境運動是最具影響力也最
受民眾歡迎的社會運動之一(Kim 2000; Kong 2001; Ku 1996a; Lee 2000)。

11 一位南韓的運動者說：「現在企業界表現得一副他們真的關心環境的樣子，前陣子有
個廣告，『興建高速公路，我們對環境友善』老天！建高速公路怎麼可能對環境友善？
可是大部分的建設公司都這樣做宣傳」（訪談，首爾，2003/4/18）。

表一 一九九○年代對抗開發計畫的生態保護動員活動

年份 台灣 年份 南韓

1992
反對濱南工業區毀壞海口濕地，

並危及珍稀鳥類（黑面琵鷺）全

球最大之冬季棲息地

1994
洛東江(Nakdong river)與漢江
(Han river)保育計畫

1993
反對興建美濃水庫，將淹沒五千

萬隻蝴蝶之棲地
1995

反對於德裕山(Mt. Dukyu)興建
滑雪坡道

1994
反對興建南橫高速公路，破壞大

武山生態保留區
1996

反對在國家公園內興建高爾夫球

場

1995
反對興建瑪家水庫，掠奪魯凱與

排灣原住民棲地
1998 反對興建東江(Dong River)水庫

1996 反對於新竹香山濕地興建工業區 1998
反對新萬錦(Saemangum)濕地填
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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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企業開始設立自己的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或智庫（南韓），12或

者砸大錢做公共關係（台灣與南韓）；環境顧問、工程公司開始大量

出現（台灣）；13政府部門也設立環保行政系統與多種含納環保專家

的諮詢委員會。重點在於國家與資本家開始進軍環境論述的言論市

場，要重新奪回對「污染」、「保育」、「環境管理」的詮釋權。雖

然建構一個完備的環保行政、諮詢系統，一開始只是回應環境運動事

權統一、決策透明化的訴求，但長期來看，這些新的制度安排卻成為

與環境運動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工具。

除此之外，台灣與南韓政府或邀請環運份子擔任地方或中央層級

的環境行政機構首長，台灣與南韓均有環運份子擔任環保署長、環境

部長的前例。或以「公共參與」、「透明決策」為名，積極招募活躍

的運動份子進入各種環境諮詢、管理委員會，層級最高者直屬大統領

或行政院長（如南韓與台灣的永續發展委員會），還有許多在環保

署、環保部之下的諮議機構。據台灣環境運動的一位資深領導者所

言，「進入體制」對環境運動的衝擊，是「焦點變了」：

問：當初環境團體抗爭的一部分是，不管重大開發案或國家

的發展環境政策，基本上是不透明的，他們就要求要透

明，公開讓民間參與，現在他們改變了，民間團體有參

與的空間，你覺得這對環境運動有什麼影響？

答：對環境運動的影響來講，就使得這些團體的運動性降低

了。現在這些團體比較在枝節的問題上，像如何去落實

某個措施，我想這也是自然發展，本來鼓吹大家做回

收，政府不太重視，然後又覺得要做回收，接下來我們

怎麼來回收……他就叫你進來看看怎麼做比較好。我想

12 以目前資料所及，已設立環境研究機構的南韓財閥企業包括三星電子(Samsung)、LG、
現代集團(Hyundai)、SK、斗山(Doosan)、韓化(Hanhwa)，現代與三星更早在 1990年代
初期就已經成立。

13 根據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的資料，從 1981年的 24家創始會員，
至 2004年為止，該公會共有 530家會員，平均來算，以年增 20家的速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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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個階段，運動團體到目前這個階段，運動性降低

了，執行面的問題增加了。（訪談，台北，2004/11/4）

另外一位進入台灣行政體系的反核運動者補充：

其實環境運動永遠是社會制度執行者跟規劃者的敵對，進入

到體制裡邊，馬上就跟外界的環境團體，角度完全不一樣。

對我來講，這也是一個正常、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留在民間

團體，他是一個社會的防腐劑，進入到體制裡邊就有腐化的

可能，他不見得會腐化，但就有腐化的可能，因為他要對整

個國家政策整體做辯護，特別像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你

勞工的問題，他一定不能太堅持，他一定要考慮到資方的利

益，環境的問題，他也要考慮到資方的利益。被吸納到體制

內的就有違反原來初衷的可能，留在外邊的他永遠可以做為

防腐劑。（台北，訪談，2002/12/5）

當新的制度競爭者出現，組織公眾意見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這

也是台灣與南韓環境運動的第二項挑戰。在某些有高度社會共識的環

境議題上，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或較嚴格的污染管制，政府成立新的行

政機構接手這些工作。但高度爭議的議題上，例如核能，新的制度競

爭者也進行動員、尋求社會支持，環境運動若無法取得明顯的民意優

勢，就演變成漫長、困難的論述與組織戰。但環境運動的實力基礎

—理念力—並不是奠基於持久性的社會關係，例如親屬或工作關

係，而是一套想法、理念的說服力。當論述戰無法主導公眾意見，又

缺乏堅實的草根、社會基礎來反制競爭對手時，環境運動則顯得相對

無力。在運動低潮期，常可聽到運動者說這樣的話：

它沒有力量啊。環保運動這幾年就會變成這樣。你講的也不

單純是工運，你看農運，農運從來不是議題上政府讓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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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以這個職業裡面的人，這個職業裡有人的時候政府會介

入，環保運動的確是面臨這樣的困境，它沒有啊。這幾年的

環保運動的確是走下坡，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你沒有很清

楚的對象、人在裡面，你通常是議題，不特定的人，所以你

不會對政府造成什麼太大的壓力。（訪談，台北，2008/1/8）

另一位南韓的環境運動者說：

說得現實點，如果一個環境運動無法好好組織人們的意識與

憂慮，它就只是隻紙老虎。在某些議題上，我們〔環境運

動〕幾乎好像要改變整個世界，但在許多其他議題上，我們

只是一隻紙老虎。（訪談，首爾，2003/4/18）

在轉向生態、保育議題之後，台灣與南韓的環境運動都面臨與草

根疏離的問題，這是為了捍衛環境運動的理念力，與代表「自利」的

污染受害群體作切割所付出的代價。一位南韓環境運動聯盟的幹部

說：

從 1980到 1990年中期，我們組織裡面有一半的人是在外面

跑的，和地方的民眾碰面聊天，做組織工作。但是現在，絕

大部分的人都黏在桌子邊，寫聲明稿、講電話。這其實告訴

我們什麼事情變了，大的趨勢是什麼，還有我們的問題在哪

裡。我們越來越像辦公室白領，而不是組織工作者。（訪

談，首爾，2003/4/18）

另一位台灣的環境運動工作者在提到環境團體的分類時也說：「台灣

大概會這樣分吧，生態保育為主的，以政策法規為主的，我覺得草根

運動的已經非常少了」（訪談，台北，2003/1/8）。

在某種意義上，環境團體與草根的斷裂，使得許多牽涉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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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的環境議題更加難解。台灣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和南韓的新

萬錦濕地保育計畫可說是經典案例。在國家公園的例子裡，台灣的環

境團體企圖保存四萬六千公頃的檜木森林，「是全世界唯一一片同質

的紅檜與黃檜的巨型森林……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訂之世界自然

遺產的標準」（Taipei Times 2000/12/21），但是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

侵犯了當地原住民的居住及狩獵權。在新萬錦濕地的案子裡，南韓的

環境團體反對填海來建造新的工業區，但是該區居民（全羅北道）長

期為區域發展不均衡所苦，反而歡迎這項開發計畫。其他永續性與經

濟生計的衝突，例如台北市建造都市公園的案例裡，牽涉到驅逐數千

貧民窟居民；而首爾市中心為人稱頌的清溪川整治計畫，則是拆掉一

條市內高架道路、關閉一座歷史悠久的跳蚤市場，以及驅趕七萬三千

名路邊小販。在這兩個案例裡，環境團體均支持市政府所主導的高度

商業化的「綠色計畫」，而在貧民窟居民和街邊小販的議題上保持緘

默(Liu and Choi 2004)。

除了無力處理弱勢族群的經濟利益問題，兩國環境運動在與企業

利益對抗時，則是不斷戰敗。南韓的環境團體在朝生態議題轉向之

後，企業的環境舉措基本上從環保團體的監測雷達上消失。即便環境

團體偶爾攻訐財團的污染行徑，這樣的案件通常無法得到大部分南韓

媒體的青睞，原因是南韓財閥的多角經營或是涵蓋媒體，或是媒體的

廣告金主；而以環境運動對媒體的依賴程度，鬥爭大企業的活動多以

失敗告終。在台灣方面，主流環境團體也被批評對自由市場經濟的邏

輯舉手投降：

他們〔主流環境團體〕是可以接受在貢寮那邊蓋天然氣發電

廠，可是你的反核變成什麼？你的反核就只是我不要核能，

其他什麼都可以嘛。在反核我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核能電

廠的出現就是要廉價大量的電，所以我覺得看核能的問題不

只是看你最後用什麼電去取代，而是看結構上整個台灣需不

需要那麼多電。我必須說在外面你看不太出來，因為他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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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絕對要比這個要激進很多，可是在最後的策略上是，

以前國民黨時代看不出來，但現在就很清楚他們在裡面推動

的是什麼東西，就是民營電廠，就是自由化競爭，台電不要

壟斷，那核能電廠自然就，在所有的考量之下你會發現不便

宜、不經濟……就是〔主流環境團體〕比較是自由主義、比

較用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待環境問題。（訪談，台北，

2003/1/8）

以上的討論呈現出一個諷刺的對比。如果環境運動可以以一種威

脅他人生計的方式，把特定的生態想望強加在經濟弱勢者身上，但環

境運動卻無法對經濟優勢者做同樣的事。

新的制度競爭者、多元的環境論述市場，組織公眾意見的困難，

環境議題中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這些新的挑戰迫使台灣與南韓的環境

運動嘗試新的運動策略來克服理念力的流失，這些新的嘗試可以被歸

成兩類：專業化和重建草根連結。專業化主要是針對環境論述市場中

的新競爭者，一位台灣環保團體的執行長說：

現在不像威權時代，可以靠民意、靠動員把政策擋下來，一

個環保團體你要面對政府、學術單位、龐大的資本家，這三

者他們要拿取或整合資訊，都比我們更容易，你如果今天議

題上沒有很強的論述能力，包括資料等等，你很難去跟專業

的科技官僚，不要說在運動領域上跟他對罵，你連跟他彼此

對話的能力都沒有，這就是很殘酷的事實。有些科技官僚，

他在環保署一幹就十年，有些學者這個問題一研究十年、二

十年，或他常在國外開會，他拿的是最update的東西，你跟

他談搞不好是 1985、1995的，他拿的是 2002、2003的。在

議題資訊上，這是最基本的功夫，包括從早期也是一樣，早

期說反六輕，宜蘭的朋友透過李界木把美國的資料帶回來，

他們才有可能跟王永慶談，在今天也是一樣，以前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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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員是教授，本身行有餘力，要拿資訊〔也很方便〕，

今天不是，這些人就是工作者，本身要去把教授所扮演的角

色轉移到自己身上，他們也要有論述的能力，他們也要扮演

一個最基本的組織串連的工作。但如果前面這一段沒有弄好

的話〔資訊、論述〕，你也沒辦法去做組織串連的工作。

（訪談，台北，2003/2/21）

重建環境運動的草根連結，則是把多元經濟利益重新整合進生

態、環保議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從 1990 年中期開始，南韓的環境運

動在學生和勞工運動背景成員的不斷鼓吹之下，開始積極地招募會

員，企圖建立雄厚的社會支持基礎，到 2006 年為止，南韓環境運動

聯盟的全國會員數已經突破十萬人。而環境運動者在面對大企業的環

境舉措時，心態也有所調整。一位任職於企業環境政策智庫的運動者

說：

答：從 1990 年的早期到後期，〔環境運動〕一直都是主要

在和國家作戰，許許多多的示威、抗議，和警察打架，

剃光頭等等。但現在大家理解到，全球化越往前走，企

業實際上更強大，我們現在應該更提防大企業〔的作

為〕，他們可能比國家還有權力。

問：所以之前運動的對手是國家，現在轉換成大企業？

答：對，現在變成企業。（訪談，首爾，2003/3/26）

除此之外，南韓的環境團體開始和工會建立連結，企圖將環境議題帶

入工會的議程中：

在一個南韓發電廠的案子裡，有些關於私有化的辯論。首先

這是寡占事業，環境運動基本上是贊成私有化的，但是工會

則持反對立場。一開始環境運動和工會之間有很大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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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我們有了一些共同討論的基礎，我們現在仍然和工會

保持很好的關係，我們明白工人同樣是污染受害者，而工會

那邊也瞭解環境議題是很重要的，兩邊有定期舉行討論會。

對我個人來說，如果繼續這樣走下去，我們和工會將找出一

些共同的議題和利益，在某些事情上，我們和工會有很意識

形態的辯論，情況通常會很困難，但在其他事情上我們有共

同 的 基 礎，我 們 可 以 聯 合、合 作。（訪 談，首 爾，

2003/3/26）

在台灣，積極募集大量會員並不是擴展草根最主要的策略，而是

由許多分散的小團體根植於個別、特定社區，或將環境議題與當地文

化社區問題做結合，或是拓展環境議題的廣度與深度。美濃愛鄉協會

是一例，將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運動，與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有機農業、客家文化做結合（何明修 2006，第七

章）。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則是在核四建廠址的貢寮進行長期的草根工

作，而他們所謂的草根：

我們〔運動團體的工作者〕去地方永遠不會是我們在發言，

而且我們跟他們〔在地社區居民〕學了很多東西……我是覺

得跟他們非常頻繁的互動。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從來不會去

動員他們，就是說我們會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但是最後要不要、怎麼動是在他們身上，或者說有時候是互

相動員……如果你有機會去瞭解，你會發現〔社區居民〕論

述的多元跟包容遠超過單一運動裡面的談法。（訪談，台

北，2008/1/8）

近年來，這個團體也積極訪談台電核一、核二廠的歲修工人，追蹤他

們受輻射污染的程度和健康狀況。除了重新建立與草根的連結之外，

大企業的環保舉措也是重要關注焦點。1998年台塑集團輸出三千噸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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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到柬埔寨非法傾倒的事件，就是由台灣的綠色陣線所揭露，後續

的國際譴責與抗議迫使台塑收斂其污染輸出的行徑。環運工作者也開

始思考與尋求和工運聯手的可能性，其中一位說：

〔勞工和環境〕共通的地方當然他們都是〔生產〕成本，勞

動跟自然資源其實都是成本，當你在追求最高利潤的時候，

你就想如何把這兩個成本一直壓下來。大家都會講自然資源

是不可移動，人是可以流動的，其實不是這樣子，因為很多

外在的機制讓這兩個東西流動，尤其是自然資源，透過期

貨，甚至是 quota 配額二氧化碳的，這樣來講，它也是可以

流動的。早期這兩個〔勞工和環境〕當然會有對立，工業化

的社會裡面越多的開發，他需要越多的勞工，對自然資源的

衝擊越大。但是反過來講，某個地方會產生微妙的結合，譬

如說當你這個自然資源越枯竭的時候，去採集這些自然資源

的勞動條件會越險惡，風險就越大，譬如說大陸煤礦工人的

意外越來越多，這代表他已經挖到很深的地方，自然資源面

臨一定程度的枯竭。這兩個東西到後來竟然有可能變成是一

樣的東西，就某種指標來說是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覺得環

保運動跟勞工運動在我現在來看，這兩個運動怎麼去對話特

別迷人的部分。（訪談，台北，2003/1/8）

另外一位台灣的環運工作者說：

我認為工運跟環運，如果是發展比較成熟，到最後他目標應

該都是一致的，所謂目標一致就是經過工業化這樣一個結構

性的改變，後來會牽涉到一個資本累積的問題，資本累積對

工運朋友來說，他們可能碰到一個資本家，怎麼管理資金土

地操作去玩資本遊戲，這些問題後來也會出現在環運的領域

裡……到最後〔工／環〕變成同一個問題，就生活環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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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工廠環境不好的話，工人也會碰到污染的問題，附近民

眾也會碰到污染的問題……兩邊運動者能不能在操作面有共

識，如果連這些都沒共識，根本很難去動員底下的人。第一

個問題，在工運裡面他們很少去談到衛生的問題，很少用一

個環境的角度來談工人的工作權利，環境權還沒有被放進工

運裡面，這是我們一直嘗試在跟工運朋友談的，希望以後能

把這個放進來……從桃園RCA事件，看到很多工人跳出來，

只是工人跳出來的時候，運動的主訴求，我們覺得比較遺憾

的是，重點是放在受害者的賠償，工業傷害的賠償，而不是

工業環境的改善。在台灣這樣一個運動目標上，工人跟環境

的訴求還是不一樣的……就遠的目標來說，其實這個差距有

可能被拉低、被縮小的。（訪談，台北，2003/2/21）

在此我們看到台灣與南韓環境運動的類似回應。面對環境論述市

場上新的制度競爭者與越來越難組織的公眾意見，這兩組環境運動或

透過積極擴張會員基礎或社區組織行動，來拓展其對國家與資本家的

制衡力。大企業的環境舉措再次成為環保團體的關注焦點，而環境運

動者也開始尋求和組織勞工合作的機會。

四、小結

本文從運動實力的角度，敘述了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的故事。勞

工運動企圖極大化在經濟場域中的制衡力，而環境運動致力於擴張意

識形態場域中的理念力。一旦這個實力極大化的策略開始奏效，勞工

與環境運動均面對原初運動實力流失的困境。面對勞工與環境運動所

提出的經濟與道德挑戰，國家與資本家一方面詆毀並在組織層面上瓦

解工運的支持基礎，另方面則與環境運動競爭環保、生態論述的主導

權。面對這些反制行動，工運致力於取得論述、理念的力量來彌補制

衡力的流失，而環運企圖拓展草根、強化組織制衡力來彌補理念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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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把勞工與環境運動的這兩條軌跡並置，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如何

成為彼此的鏡像(mirror images)（見圖四）。

從運動實力觀點來觀察運動的發展軌跡究竟有何意涵？以下作者

從社會運動文獻、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與社會動員的實踐三方面來

說明。

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這兩條獨特的運動軌跡，讓我們看到既有文

獻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在西文文獻部分，如果用最精簡的方式來說，

既有解釋運動長程發展的論點可以分成兩種，一是以組織為分析核

心，二是以制度為中心。第一種取徑主要在討論「組織」作為一種行

動工具，長期來說究竟是壓抑、偏離原先的運動目標，抑或是提升社

會運動的動能。主張組織發展有害於運動進程，我們馬上可以想到

「寡頭鐵律」(Michels 1962)、「循化」(normalization)的危險(Piven

and Cloward 1992)；主張組織對運動發展的良善性，也可見諸對正式

化(formalization)與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討論(McCarthy and

Zald 1987a, b; Staggenborg 1988)。在論爭兩端，也有主張「寡頭鐵律」

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過程，進而提出運動與組織「重生」(revitalization)

的具體案例並分析其轉變的機制(Voss and Sherman 2000)。第二種以制

度為中心的取徑是置放在「社會運動成為被認可的政治行動者的過程

和機制」的理論背景裡(Shorter and Tilly 1974; Tarrow 1989, 1994; Tilly

1995, 2004; Tilly et al. 1975)。根據 Charles Tilly的說法，社會運動是十

八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的一種新型公共政治，他所關注的運動長程發

展，是這種新的、透過集體行動的非制度性的宣稱手段(forms of claim-

making)如何被標準化並且成為政治決策的一部分。基本上這是社會運

動如何制度化的分析。Sidney Tarrow對抗爭週期的分析指出，隨著抗

勞工運動 追求制衡力
主要運動實力

的消退與弱化
追求理念力

環境運動

經濟鬥爭 意識形態鬥爭

圖四 工運與環運軌跡的並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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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活動的擴散，行動取向會出現激進派與溫和派的兩極分化，而結果

可能是體制的崩潰或新體制的鞏固（西德尼‧塔羅 2005: 198, 214），

但Tarrow卻在運動結果的部分強調，雖然許多運動要的不只是改革，

而是根本的社會變遷，但是抗爭和運動不斷被整合進既有的政治過程

中，溫和的改革卻是最可能的鬥爭結果，「儘管在高潮時，運動的力

量是驚人的，似乎不可逆轉，最後卻被政治程序侵蝕與吞沒」（西德

尼‧塔羅 2005: 236）。

本文對社會運動的長期發展則提出一個不同的解釋。既有的兩種

詮釋用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制度化或專業化）廣泛地套用在所有的社

會運動上，卻沒有處理個別運動的特性，以及運動之間的差異性。即

便如Tarrow提及抗爭週期可能導向體制的崩潰或鞏固，但這仍然無助

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工運與環運會有不同的發展歷程，也沒有解析導向

不同運動軌跡的機制為何。本文企圖彌補這些空白，以工運與環運的

不同實力基礎作為自變數，來解釋工運與環運的不同發展軌跡。

在與本土經驗研究的對話方面，台灣工運與環運的個案研究已累

積到一定程度（王振寰、方孝鼎 1992；李丁讚、林文源 2000, 2003；

李允傑 1992；何明修 2006；何雪影 1992；范雲 2000；徐正光 1990；

趙剛 1995；蕭新煌 1988, 1994, 1997a, 1997b），作者以比較研究的形

式來呈現東亞個案所蘊藏的理論可能性。這項比較，並不是台、韓兩

國的同一運動比較(Buchanan and Nicholls 2003; Chu 1998; Huang 1999;

Kim 2000; Lee 2006; Weller 2006)，反而是以不同國家的運動個案，來

架構一個「跨運動」的比較研究。這樣做的目的有二：(1)過去的台、

韓同一運動比較研究，都著重解釋工運之間的差異，或者是環境運動

之間的差別，本文則指出，兩組工運在組織實力、強悍度上的差異固

然存在，但如果轉換一個比較的參照點，在跨運動的比較裡，我們更

會看到兩地工運的類同性，以及工運與環運之間的差異性，也就是

說，新的比較觀點讓我們看到不同於過往的經驗風景。(2)系統性的跨

國、跨運動比較即使在西文文獻中仍是鮮少研究的主題（目前的例外

大概只有 Rucht 1996; della Porta and Rucht 1995; Kriesi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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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亦可建立東亞經驗在社會運動文獻中的顯

著位置。

如果到目前為止「運動實力」在解釋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

上是個有效的概念，那麼這種分析的類推性為何？以運動實力為中心

的分析架構，可以運用到工運與環運以外的其他運動上嗎？在類推性

這個問題上，有幾個值得探索的選項。第一個可能性，是把制衡力與

理念力想像成光譜的兩端，如果工運與環運分別是這兩種運動實力的

極致代表，其他社會運動則是介於光譜的中間。第二個可能性是去區

分制衡力與理念力之下的次類型。環境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可能倚賴

不同形式的理念力，因為後者主要是在對抗刻板印象、污名化，以及

建立正面、新的認同。同樣的道理，組織性勞工的制衡力也和學生占

據校園、消費者的產品抵制、其他窮人運動所使用的擾亂性行動有所

不同。第三個可能性是去尋找制衡力與理念力之外的其他力量來源；

這個議題基本上超出本文的範疇，但仍然是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如果換個角度來思考類推性，其他國家的勞工與環境運動，和本

文所呈現的台灣與南韓經驗，可以有新的對話。事實上，台、韓工

運、環運所共享的運動軌跡，在其他國家的運動發展歷程中，似乎並

不陌生。在勞工運動的部分，將社會運動的發展視為一個不斷克服障

礙的歷史過程，其實是研究美國勞工運動的學者所提出的 (Lopez 2004:

218)。而美國過去近二十年來的「新工會運動」，也源起於勞資雙方

自新政時期(New Deal)所建立的社會契約關係被資方片面打破，而從

1970年代開始，資方與保守勢力對工會進行強力的意識形態攻訐，造

成工會的制衡力不斷流失的危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由幾個進

步工會帶頭，開始了一波又一波的集體行動、論述戰和公共結盟的行

動(Chun 2005; Clawson 2003; Fantasia and Voss 2004; Voss and Sherman

2000)。環境運動的部分，日本的環境運動在 1970年代反污染行動達

到高峰之後，受制於公眾對環境議題興趣的減退，與「自民黨對污染

危機相對迅速且完備的法制與行政回應」(Mason 1999: 189)，整個

1980與 1990年代呈現停滯與衰退。這也是另外一個例證，說明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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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運動非意圖地創造了強大的制度性對手，而緩慢地喪失了對公眾意

見的主導權。其他國家的運動發展歷程，也提供了進一步反省台灣與

南韓運動經驗的材料與養分。

在社會動員的實踐層次上，工運與環運的發展軌跡是個「彼此趨

近」的過程。在面對和克服挑戰的過程裡，他們必須取得對方的長處

和強項，來彌補自身的不足；他們也必須進入一個新的鬥爭場域，而

對方在其中已浸淫多年，且小有成果。雖然目前完全看不太出一個紅

綠結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最起碼，勞工與環境運動的組織者可以

開始同情式地理解彼此所面對的難題，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有很多可

能性值得去開發。

作者以最後兩點來為本文收尾。首先，以「運動實力」做為核心

概念來重新理解社會運動現象，運動軌跡的分析只是一個起步。如果

在運動軌跡這個案例上，「運動實力」的動態發展可以更細緻地呈現

運動主體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段，根據內外部的結構條件進行策略調整

和組織改造，那麼，「運動實力」也有同樣的理論潛力來關照社會運

動研究中其他重要主題。以運動的發生為例，「政治機會結構」將無

法全然地適用到不同的社會運動，因為在同樣的「政治機會結構」之

下，有些運動早發生，有些運動晚出現，更關鍵的，反而是在同一個

歷史時期中，哪些運動的實力基礎被削弱與約制，而其他運動卻相對

有較自由的空間匯聚力量。

最後，也許不是所有人都關心社會運動和它的發展。但無可諱言

的，我們的生活周遭充斥著社會運動的影子和遺跡。已經被視為理所

當然的週休二日和資源回收，是因為勞工與環境運動的強力介入，把

這些二、三十年前無法想像的生活形態，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變成生

活中的現實。關心社會運動的發展，關心運動的軌跡，其實，也就是

在關照未來二、三十年社群生活的內容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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